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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对乡村生产主义的反思产生了“后生产主义乡村”这一概念。西

方后生产主义模式的驱动因素是多样的，在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后生产主

义乡村的经验证据。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传统乡村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

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乡村生产性功能的消解及其向非生产性功能的转化。中国后生产主

义乡村功能可能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重新发现“农耕文化”的价值，重构“生活、生态与生产”兼具

的乡村功能，以及发掘“乡村性”对于城市工业文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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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后……”的话语模式 

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模式，即“后……”。其中，“后现代主义”应该是

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认识论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基础”与“中心”两大核心内

容进行了批判与质疑，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基础”与“中心”被无情地消解了。利奥塔关于后现

代主义兴起的表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对元叙事的怀疑”，对那些曾经控制、界定和解释世界上

所有不同形式的话语活动的普遍指导性原则和神话的怀疑，已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史蒂文，2004）。

笔者认为，乡村的“后生产主义”这一话语模式，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都深深地烙上了“后

现代主义”的印记。这是因为，通过“后……”的话语方式，“后生产主义”质疑了“生产主义”时代

乡村的一个基础性或者说中心性的功能——生产。在“后生产主义”的语境下，“生产”是乡村的功能

之一，但生产并不一定是乡村基础性和中心性的功能。 

这就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它带来了关于“乡村功能”及其转型的思考。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思考中国乡村功能在时代发展中的转型及其变化趋势。国内已有少

量文献对中国乡村功能转型这一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张京祥等（2014）提出，通过生产主义与后

生产主义的中国乡村功能的转型来实现“乡村复兴”的任务。王常伟、顾海英（2012）从“生产观念”

与“后生产观念”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农业政策观念的变迁与选择。王瑞璠、王鹏飞（2017）则从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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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的视角考察了北京地区消费乡村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后生产主义乡村”的

概念、理论及内容，但还没有完全展开。 

对此，本文将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分三个层面来讨论这一议题：①通过对西方文献的考察，系

统地引介“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概念、理论及分析框架；②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这一背景下，

中国乡村功能转型的趋势；③进一步讨论中国乡村功能向后生产主义转型方式。当然，对这一讨论还

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文所言的中国乡村功能的转型只是一种趋势，因为这一趋势在不同地区乡村的

表现具有极大的差异性；换言之，当下中国大部分乡村仍然承担着传统的粮食生产功能，只有小部分

乡村已初具后生产主义的功能。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乡村将仍然处于“生产主义功

能”与“后生产主义功能”在时间上、空间上相互并存的状态。 

二、后生产主义：西方文献考察 

（一）乡村“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生产主义”是被乡村地理学家们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力图解

释当代农业发展与变化的趋势，并使之理论化。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的重点逐渐转变为对生态系统服

务与文化景观保护等社会需要的满足，因此，它挑战了“生产主义”。这是因为生产主义是指高投入、

高产量的集约型农业，而后生产主义则是一种对环境更友好的农业生产方法，它不以高产量为前提；

而且农民可能会寻求土地、资源的非农使用以补充其收入的损失。因此，相对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

义意味着“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Åsa et al.，2014）。 

关于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主要侧重于农业领域。这是因为研究农村问

题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缺少一种全面的理论框架，以把握“农业生产新时代”的出

现及其特征，故“后生产主义”被认为是对农村变革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唯一概念化方式。后生产

主义的概念化就意味着农业政策与制度的变化，即农业不再被视为仅仅关注粮食的生产，而是包含着

强调粮食质量、环境保护和生态服务等多种功能的社会生产方式。因此，在后生产主义的语境下，“乡

村”和“农村”的概念正日益脱离“农业”和“农事”的单一内涵（Wilson，2001）。 

对于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①后生产主义的理论只是一个概念性的结

构，它描述的是宏观结构层面的模式，还没有渗透到基层层面。处于第一线的农业生产者的态度可能

尚未转向后生产主义（Wilson，2001）。②后生产主义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凸显了农业发展模式存在

着空间差异性，它允许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活动空间相互并存，比如，在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体

或国家中，农业已进入后生产主义，而围绕地中海地区的国家可能离后生产主义还非常遥远（Wilson，

2004）。③后生产主义只是生产主义的一种转型，这意味着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都是阶段性的，而不

是并行的；但是，这又与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在行动与观念上并存相矛盾（Åsa，2013）。 

同时，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在认识论层面上，创造与强化生产主义与后生产

主义的“二元论”，已经成为解释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种手段（Evans，2002）。从认知的角度看，

这种“二分法”势必会陷入一种“二元论”对立的僵局，并导致后生产主义走入“理论的盲巷”（Å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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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为了避免这一“认识论僵局”，可考虑用其它概念来代替它。这些概念有“多功能性”“生态现

代化”“限制的生产主义”等。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为后生产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一种“潜在

的矫正”，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概念可以处理在后生产主义概念下被忽视的具体问题（Evans，2002）。

①农业“多功能性”更好地包含了农村社会的“多样性、非线性和空间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它的

提出被认为是超越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二分法”的一个途径（Åsa，2014）。②“生态现代化”这

一概念在农业与林业上都可能有效，而且它的弹性化也能适应于生产、生活以及娱乐、休闲与舒适等

多方面；而且各国新的环境法规的出台所体现的就是“生态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后生产主义和农

村土地使用）。③不加批判地把“后生产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应用于农业，会产生误导；用“受限

制的生产主义”来代替后生产主义，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理论描述（Evans，2002）。 

（二）后生产主义乡村的驱动因素 

一个与城市生活相分离的、以农业传统职业为主的农村，现在已被视为“农村神话”。这是因为，

虽然农业产品仍很重要，但是，乡村景观的其他价值逐步凸显；后生产主义作为一种“新范式”势必

会引导出一种新的农业政策（Åsa，2014）。另外，后生产主义是“新社会运动”的一种延伸，这种新

社会运动是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挑战了现行政治与社会体制的界线，因此，把它称为“新

的后生产主义社会运动”也未尝不可（Wilson，2004）。那么，驱动“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因素到底有

哪些呢？ 

1.20世纪 8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中粮食与纤维产品的大量盈余，以及社会对舒适价值的需求往往

比对粮食和纤维的需求增加得更多。这种现实状况冲击着西欧的农业政策，使它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

态中。这预示着：战后农业政策的生产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欧共体委员会和成员国试图发展“后生产

主义”的农业政策工具，以回应这些不断变化的情况，其中的重要措施是寻找家庭农场的新用途及农

田的新收入来源（Shucksmith，1993）。 

2.20世纪 80年代中期，城市中产阶级由于生活方式、崇尚自然和安全等原因而产生的“由城市向

乡村的迁移”，是形成后生产主义乡村的中心动力。这是因为，乡村可能被塑造成田园诗般的、中产阶

级的“后生产主义空间”（Wilson，2001）。或者说，这个后生产主义时代的产生与乡村经济活动及土

地使用的多样化密切相关，其中一个关键特征是农村地区吸引了“新迁入居民”，以及在农村地区为“非

农居民”提供了娱乐与休闲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如此。由于消费空间的不断增长及乡村功能

的多元化，“生产性乡村”开始向“消费性乡村”转变，导致了农业实践的多样化，也导致了农业生产

重要性的下降。 

3.20世纪 80年代中期，生产主义乡村在指导思想、环境保护、经济结构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各个国

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质疑。英国等欧洲国家政策的变化，通常被认为是向后生产主义转变的关键因素。

比如，扩大农业政策边界，将以前的“边缘行为者”纳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以及通过非政府环境

组织等新赋权的行动者，将绿色理念注入农业政策制定过程等，都被认为是向后生产主义转变的真正

指标（Wilson，2001）。因此，应从政策角度将后生产主义视为农村经济活动的一种替代模式（Ås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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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生产主义乡村模式的出现与“新型农业技术”的使用也密切相关。新型农业技术使用的特征

包括耕作强度降低，生物化学品使用量减少或全部放弃，转向农场环境保护，重新修复受损的生态环

境等。因此，后生产主义与农业向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转变存在着密切联系（Wilson，2001）。 

（三）后生产主义的特征及经验证据 

那么，与生产主义乡村相比较，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特征有哪些？有人提出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

义的“三个两极维度”的变化，即农业生产从集约式转向粗放式，农业生产从集中走向分散，农业经

营从专业化趋向多样化（Mather，2006）。还有人提出后生产主义的“五类特征”：农产品生产从强调

数量转变为强调质量；农地经营方式由单一性趋于多样化及劳动力就业途径向非农化的多元拓展；农

业环境政策促成粗放式耕作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农场经营；生产形态从集中趋向分散；政府在生态环境

治理及农业生产结构上进行政策重构（Åsa，2013）。还有人列出了与生产主义对立的后生产主义的“七

个维度”，包括指导思想、农业生产者、粮食体制或市场力量、农副产品生产、农业政策、农耕技术与

生态环境影响（Wilson，2001）。本文只摘取其中四个维度进行比较，参见表 1。 

表 1                   “生产主义乡村”与“后生产主义乡村”四个维度的比较分析 

维度 生产主义乡村（productivism） 后生产主义乡村（post-productivism） 

指导思想 

1.农业在农村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 

2.粮食生产处于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位置 

3.农民被认为是农村的最好保护者 

4.城市与工业被认为是对农村的威胁 

5.“农村”指的就是农业 

1.农业在农村中的地位丧失 

2.粮食安全的放松 

3.农民被认为是乡村环境的破坏者 

4.农业本身被认为是对农村的威胁 

5.“农村”日益与农业分离 

农业政策 

1.政府提供强大的财政支持 

2.政府有能力规划与安排农业生产 

3.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生产 

4.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 

5.农业基本上不受计划控制 

1.政府减少财政支持 

2.国家支持的农业发展模式消亡 

3.鼓励环境友好型农业以及农业政策的绿色化 

4.摆脱农产品价格保护 

5.增加农业规划 

耕作技术 

1.提高机械化程度 

2.减少劳动力投入 

3.增加生物化学品的使用 

1.降低耕作强度 

2.用知识输入替换物质及人力的投入 

3.减少或完全放弃生物化学品的使用 

环境影响 增加与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 批判产量最大化的行为，修复受损的环境 

此表来源于，Wilson., GA.,2001,“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 . .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6(1):77–102. 

关于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经验证据，1998年一项对欧盟农民的调查表明：尽管大多数欧洲农民似乎

都处于生产主义阶段（欧盟大部分农民的年龄都超过 50岁，这可能是为什么生产主义思想目前倾向于

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之一），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开始采用后生产主义的模式。随着新一代农民在

新的农业生产模式中长大，这些农民已经更加坚定地融入后生产主义的理念与行动中，预计未来几十

年将会有更多的农村转向后生产主义（Wilson，2001）。对英国林业与农业的一项经验研究也为从生产

主义转向后生产主义的趋势提供了证据（参见 Mather，2006）。一项对澳大利亚土地保育运动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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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土地保育运动中许多农村社区已经出现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理念与行动的转变，

由此也证明了土地保育运动的成功之处（Wilson，2004）。 

三、中国乡村发展的功能转型 

（一）传统“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 

“乡村功能”是指乡村为了满足其居民需求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总称。从不同的角度看，乡村功

能涉及居民生产、生活与交往的许多方面。而传统的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是指在传统的乡村中，以

农业生产为核心展开的村庄生产、生活与交往三个层面交织在一起的村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乡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功能的变化。 

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看，要想了解事物的功能，必须先了解其结构。“结构被看作是社会关系

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了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只是一种描述性概念，

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周怡，2000）因此，要想了解中国传统乡村的功能，就必须先

了解其结构，尤其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空间结构。村庄空间布局包含两个维度：村庄个体的空间布局和

村庄群体的空间布局。村庄个体与村庄群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构成了区域村庄空间布局形态，村庄是社

会存在的一种形式，其结构具有社会经济的大背景。 

一方面，从村庄个体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传统村庄大多呈现出“网格式空间布局”。在这种布

局中，村民在村庄内设置横平竖直、间距相近的道路，将空间分割成格网状，宅院在网格中成排成列

地布置。这种布局结构简练，用地均衡，空间通畅，简单而经济。有研究认为，在村庄“网格式空间

布局”中，“村庄的空间肌理与田块勾勒出的农田纹理有较强的一致性，这个特点尤其反映在格网式布

局的村落中。村落就像城市中的居住区，而农田则像城市中的工业区，两者本为一体”（张晓阳、霍达，

2009）。这是因为，在中国村庄发展的早期，农业生产是村庄的核心功能，村庄的空间构造及其呈现出

来的形式、风格与特点必须有利于农业生产活动，即服务于农民耕作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农业组织

模式。因此，在中国传统的乡村功能中，“生产”处于核心地位，即无论是村庄的空间构成、空间结构，

还是村民的生存环境的形成，都必须服务于农业生产与农业耕作。 

另一方面，从村庄群体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传统村庄的空间布局主要表现为三种样态，即：带

状延伸——此类村庄主要沿交通线路两侧或河流两侧布局；块状聚集——此类村庄多分布在空间开阔、

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点状分散——此类村庄主要是在山区，把住宅建在耕地中心地带或山间平地上。

无论是哪一类村庄空间布局，其最本质的依据是村庄土地或农田资源耕作的便利性。 

“生活圈”与“生产半径”两个概念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传统乡村以生产为核心的特点。所谓

“生活圈”指的是以村民的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作为原点，以一定村庄人口规模、农田展开作为基

准的时空范围，这一时空范围一定是适合村民的农业生产与耕作组织方式的；而“生产半径”是指农

户生活地点与最远生产地点之间的交通距离，它对村庄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不同村庄的空间规模，就会产生不同的生产半径，其中必然有一个值，在这一范围内农户容易接受，

反之则不容易接受。在自给自足农业的条件下，“生活圈”与“生产半径”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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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后，中国以不同方式重复着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1949～1978

年，基于温饱压力形成了“以粮为纲”的生产主义观念；二是 1978～2005年，由于国家政策鼓励农业

产量增收而形成了农业过度经营的生产主义观念。一直到 2005 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中国农业政策开始进入一个关注乡村与农业多功能发展的阶段。 

（二）传统生产主义乡村功能的解构 

有人认为，“传统的中国乡村是由一个个自然村落组成的，以宗族、血缘以及地缘关系为纽带，

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熟人社会，其社会交往结构相对独立，社区治理也自成体系”（文军，2012）。在这

一结构下，才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结构决定功能，因此，乡村功能解构的逻辑起

点应该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时代变迁中，中国乡村结构发生了什么质的变化。 

1.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与中国城乡空间结构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而中国城乡空间结构的变化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空间的扩张与乡村空间的紧缩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二是城市空间扩张与乡村空间紧缩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由东部向西部地区扩展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是一个自然而漫长的过程，因为乡村空间结构是基于生产

主义功能而自然与长期选择的结果。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作用于乡村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已不

是“自然因素”。这是因为，“乡村空间的演变是社会—生态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短时间尺度内

经济、文化、制度对乡村空间演化的作用往往大于自然因素”（张甜等，2017）。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快

速的社会制度变革，才带来了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这一结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大城

市周边地区，城市要素向乡村渗透和延伸，乡村空间呈现出急剧收缩的态势；二是在远离大城市的地

区，村落居住空间表现出沿公路线“线状聚集”的形态（张甜等，2017）。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在区域居住空间体系中的地位下降；而农户消费空间

结构的变迁加速了村落自然经济的瓦解，农户生活对重点镇和重点村的依赖加强（李伯华等，2012）。

事实上，“村落自然经济瓦解”与“农户生活方式变化”在东部发达地区更趋严重。原来在自然经济体

系中依赖土地、农田的“生活圈”与“生产半径”完全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村落空间更加依赖于

现代公路交通系统，这势必快速地解构着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 

2.中国乡村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在乡村人口结构变化上，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归

纳起来，能达成的共识有：①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转移的特征显著；②乡村大量中青年人口、高素质

人口向城市转移，直接导致乡村人口结构失衡，并导致乡村空间空心化、乡村人才空心化；③乡村劳

动力大量流失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浪费与农村生活成本增加，尤其是产生了“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

等乡村问题；④乡村大量青年人口流失，对区域粮食生产以及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在乡村产业结构变化中，农村工业化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人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探讨了乡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动向。1984～2013年，长三角乡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从 71.6%

大幅下降至 25.6%，而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则从 21.0%提高至 47.5%。长三角地区乡村劳动力

结构变迁充分印证了乡村经济结构从“一二三”向“二三一”的根本性转变（吴可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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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乡村尤其是发达地区乡村，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在彻底消解着生产主义的

乡村功能。而从整个社会空间结构的角度看，“乡村制造业空间、聚落空间、农业空间以及城乡空间，

从过去相互独立分布逐步演变为各种要素在全地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穿插分散分布的格局”（吴

可人，2015）。乡村功能的多样化在东部发达地区已成发展趋势。 

（三）乡村功能的转型：背景及方式 

1.乡村新功能转型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颇耐人寻味的“逆

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问题的提出，是针对城市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城市异化”现象的。

对这些现象的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2年英国学者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参见霍华德，

2000）。这是一种以人们的社会生活为中心而展开的“乡村包围城市”的城市模式。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逆向路径的“城归”也越来越具有“现象意义”。从文献的角

度看，“城归”这一概念早就有学者提出了（例如谢秋运，2004）。“城归”借用了“海归”这一概念形

式，意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的“重新回归”。笔者认为，这一概念想要真正表达的意

思是原来从乡村流入城市的“乡村精英”的回流。从这个角度看，它事实上也是“逆城市化”现象的

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返乡创业农民工累计达到 450万人，还有约 130万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

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下乡创业①。 

在实践层面，“逆城市化”与“城归”等现象都表明，需要重新认识乡村在城乡发展中的功能与

地位；在政策层面，中国乡村发展的指导思想在 2005年前后发生了很大转变，即在重视粮食产量的同

时，把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需要推动乡村新功能转型。 

2.乡村新功能转型的实现方式——“三农”的多元价值匹配。在传统社会，城乡之间虽然在功能

上形成互补性，但两者之间基本上还处于“弱连接”状态。这种“弱连接”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在道

路交通的“硬连接”上，也体现在城乡之间在市场与资源的“软连接”上。传统的村庄，以散点状与

中心镇形成弱连接，以此方式乡村逐渐与城市形成弱连接。而现代工业社会却完全解构了这种城乡间

的“弱连接”，转而建立起了城乡间的“强连接”，这既体现在道路交通的“硬链接”上，也体现在市

场与资源的“软链接”上，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更是强化了城乡之

间的“强链接”。 

传统乡村社会基本上是处于相对单一的“社会闭环”中，其中，“三农”关系及其要素是基本锚

定的，即农民居住在农村，终身从事农业生产，乡村社会的核心要素基本上形成单一的价值匹配。而

在城乡“强链接”方式下，城市与乡村都不得不向对方开放。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后，伴随着“逆

城市化”现象的产生，乡村中的“三农”要素就有可能获得活化流动与重新分工组合，从而会形成“三

农”的多元价值匹配。这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也不仅仅是传统的种

植业，而是可以与二产和三产进一步结合从而衍生出新业态；乡村也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概念，

                                                             
①参见《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达 450 万》，网址：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6/1202/c347621 

-28920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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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城乡连续谱中不可或缺的、低密度的、具有独特文化与景观价值的人居形态（张京祥等，2014）。 

四、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新功能 

（一）极具“地方感”的“农耕文化”的功能 

中国是世界三大传统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我们祖先用勤劳和智慧，

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中国的农耕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性，这一“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相对于外域农业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长期衍生出来的一整套生产与生活方式，

在生产技术、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生态理念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外域农业文化不同的模式和指向。二

是就中华民族生存的内部空间而言，其东西南北的空间跨度以及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环境的差异

都是巨大的。而且，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处的综合文明体，不同民族在其特定的居住地理与生态

空间中，又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农业耕作与生产方式。因此，即使在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内，农耕文化

也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与差异性。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中，“城市社会”以极其强劲的力量复制与模仿了西方的工业

化与现代化，从而出现了社会的高度格式化与同质化。在这一背景下，农耕文化的“地域性”对于重

建中国社会的“地方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对“地方”的依恋，事实上已形成了一种

“现代性的后果”（张原，2014）。 

在现代化大生产观念的冲击下，乡村的传统农业与农耕文化，有些被解构，有些被消灭。在中国

社会现代化的“魔咒”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在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全球化、地方感与普适性、

乡土性与城市化等要素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此，中国一边坚持发

展现代性与城市化，一边又倡导修复传统的农耕文化。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对“农耕文化”的留恋，

是在地方感的营造中承载着一种“折返的现代性”，这试图是在对“过去的再现”中促成“地方的呈现”，

也是在将“时间上的过去”与“空间上的地方”重新组织起来（张原，2014）。乡村农耕文明的这一功

能是任何城市社会所不具有的。 

因此，乡村农耕文化的“生产性功能”在逐渐减弱，而“后生产性功能”在不断增强。这主要体

现在乡村农耕文化及其乡土性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传承文化遗产以及构建地方性知识等方面都具有独

特的功能。这是因为，中国多样性的农耕文化，既是基于土地、空间与气候条件的具体的田间生产与

耕作技术实践，也是基于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社会生产及生活方式而展开的。在以上两种

实体性存在的基础上，中国乡村农耕文明更是发展出一整套生活伦理、人生意义与社会道德的知识体

系。“作为文化，地方性知识对于各个民族（族群）来说，其存续的基本的价值诉求是维系当地民族人

群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既传承了历史延续性，又包含了被阐释的历史意义性，因而成为族群认同建

构的有效方式。”（龙先琼、杜成材，2008）因此，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土性、地方感及农

耕文明的个性化等文化价值，具有有效“对冲”现代社会高度标准化、格式化与同质化的新型功能。 

（二）“生活、生态、生产”兼具的乡村功能 

从东西方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现代思维方式与城市主义倾向等观念的引导下，社会曾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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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去乡村化”的认知偏向。结果，城市生活备受青睐，而乡村生活颇受冷落甚至是歧视。自 20

世纪 70年代始，在生态环境问题与逆城市化等多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系列“乡村复

兴”运动。这些运动促使社会各界重新关注乡村社会一些被忽视的价值、意义及功能。社会各界在关

注乡村生产功能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乡村的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 

 “乡村绅士化”被认为是重新发现“乡村生活”的一个契机。在西方现代化高度成熟以后，出

于对现代性、高度理性及技术主义的反思，西方社会兴起了社会发展转型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

思潮的一个结果就是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生活，再加上对城市“程式化生活”的厌倦，城市的“绅士阶

层”更愿意去宁静的乡村享受生活，乡村从而被想像成一个可以逃离城市现代性的去处。当代西方乡

村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乡村居民的多元化和乡村空间的异质化，乡村地域已成为一个混合的网络化

空间，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业工人、休闲游客、旅行者、土地所有者、政策制定者、媒体从业人员

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的共同体验与表现塑造了全新的乡村性（余斌等，2017）。与西方世界“乡

村绅士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或称“新回乡运动”。有学者认为，

“新回乡运动”意味着回归乡村可能是未来人类生活的一个趋势（苏静，2017）。 

在中国现实情境中，促成“新回乡运动”的力量主要有三种：①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三高技术”

即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与高速信息网的快速发展，大大缩小了城乡空间距离与信息鸿沟。相比较而言，

城市生活的便捷性、现代性不明显了，而乡村生活的休闲、宁静与安逸却比较突出。②从文化支持的

角度看，中国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乡村文明，在人们面对困难与挫折等困境时，能提供一种极其强

烈的“韧性精神”，而在人们面对胜利与成功等顺境时，又能提供一种“平和心态”。这是中国乡村文

明所独有的自我纠错机制与修复能力。③从生活与宜居的角度看，中国乡村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生

态功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朴素的论断充分表达了乡村的生态功能，也道出了乡村的生态

功能是其它功能的核心。不论从西方乡村复兴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乡村复兴的个案来看，乡村建

设首要的因素就是维护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乡村生态环境没有获得有

效的保护，这也是“乡村大逃离”的主要诱因之一。只有当乡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与保护之后，“新

回乡运动”所产生的“乡村绅士化”才有可能。另外，从宏观上看，当下中国乡村的生态功能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持动植物及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以及建立在其地理环境之上的农耕文化的多样

性；二是有效“对冲”城市发展的环境及资源压力，并为城市发展提供环境缓冲区或缓冲带。 

乡村生产功能的实现，应该是在“生态优先”的理念下，发展具有观赏与文化传承价值的农耕文

化，或者发展具有“环境低冲击力”的二三产业。比如，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在面对“生产主义”的

局限时，探索出了一条“后生产主义”的发展思路（参见高敏等，2016）。这一个案例为城市郊区乡村

的“后生产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双口策略”的核心内容是：构建一二三产相融的大农

业体系，以促使乡村向后生产主义模式过渡。其具体做法是让农业“接二连三”。“接二”是指以本地

特色农产品生产为核心对接第二产业，以增加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连三”是指推动农业向服务

业转型。双口镇不仅提供单一的农产品，还提供多元的服务内容，包括自然景观欣赏、农耕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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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涉农元素的消费，从而形成了具有后生产主义特征的“双口策略”。 

（三）“乡村性”向城市“反向输出”的功能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早期，乡村向城市输出的更多的是有形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及其他物

质资源。在这种单向的输出中，乡村的有形资源被城市抽离，带来了乡村的衰落，乡村在城市时代中

失去了自身独特的个性，即“乡村性”。一个在内部拥有良好传承的乡土文化，对环境低冲击力的产业

发展，自治有序的和谐乡村，也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对当今城市时代产生独特的意义，从而让乡村对城

市反向输出不可或缺的价值（张京祥等，2014）。在后生产主义乡村的观念下，“乡村性”具有独特的

消费功能与价值，只有当乡村真正保持自己的“乡村性”时，它对于城市才能输出无形的价值。 

1.“乡村性”在城市时代的消费功能。有学者对北京城郊乡村的耕地功能、非农产业格局的变化

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2004 年，北京城郊各区县耕地的“文化功能无空间差异，而且文化功能较弱”；

到 2011年，其文化功能明显上升，乡村耕地的多功能性变化明显，而且北京近郊乡村的文化功能需求

量大，而远郊区供给量较大（杨雪、谈明洪，2014）。这部分反映了城市消费能力的增长，以及对乡村

旅游及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而近些年来的乡村旅游热就是一个缩影。欧盟和经合组织（OECD）将

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Reichel et al.，2000），这是城市社会发展中后期的一个重

要社会现象，也预示着“乡村性”作为“城市性”的对冲，其消费功能在逐渐上升。 

“乡村性”的消费功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空间的消费性，即相对于城市空间的分

割、逼仄以及无天际线的视觉感，乡村空间是自然的、无边际的。在这种上下前后都通透的空间中，

城市居民会获得一种在城市空间中所没有的“精神解放”。二是乡村“软景观”的消费性。在城市化发

展的中后期，城市的景观建设也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像绿地、道路、广场与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的景

观，以及居住小区等生活空间的景观，都建设得“像模像样”。那么，为什么城市居民对乡村景观还那

么热衷呢？这是因为这两类景观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相对于城市景观是人为构建的、非自然的“硬景

观”而言，乡村景观却是自然而然的“软景观”。城市的“硬景观”就像城市本身一样，因为集聚了太

多的技术因素、人为因素，体现的是社会的“现代性”特质，而乡村的“软景观”恰恰可以“熨平”

这一“现代性之殇”。三是乡村独特“地域景观”的消费性。比如，乡村视觉景观（像山川河流、田园

风光等地理景观所呈现出来的视觉美感）、听觉景观（像鸟鸣、溪流、瀑布以及农业耕作活动等发出的

美妙声音）与味觉景观（乡村美食）等特色地域景观的消费正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 

2.让“乡村性”符号化，以实现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多种功能。“乡村性”的符号化是指把通过长期

潜移默化在游客脑海中形成的、固定的关于乡村的心理图像，通过抽象的方式转化成一种非实体性的

“文化符号”。在这一文化符号的指导下，再把某一乡村的心理图像通过实体性的乡村表征完整、全面

地反映出来。这是“乡村性”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双向过程。当这一双向过程完成后，

“乡村性”才真正地“符号化”了。乡村性的符号化，在中国乡村建设中已有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

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被国际慢城组织授予“国际慢城”称号后，在“慢城”这一符号及理念的指导

下，桠溪镇政府通过土地资源、基础设施、村庄规划及文化载体的多元整合，把该镇完全打造成一个

符合“国际慢城”理念的，集传统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生活休闲、观光旅游、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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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小镇。桠溪镇在“国际慢城”这一符号的经营中，已由一个生产主义的乡村完全转化成一个集生产

发展、生活休闲与生态维护于一体的具有后生产主义功能的乡村典范。 

    总而言之，后生产主义乡村，不论是作为引入的一个学术概念，或者是作为乡村发展的一种范式，

还是作为乡村功能转型的一种趋势，都是思考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一个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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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iu Zuyun  Liu Chuanju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the concept of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has emerge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post-productivist models in the West are diver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ve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productivist to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s evident.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raditional 

rural structure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tremendous changes, followed by changes in rural functions. The evidence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dissolution of rural productive functions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non-productive functions.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ways of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roductivist to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n China, namely, 

rediscovering the value of rural “farming culture”, reconstructing rural functions of “life, ecology and production”, and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ity” to urb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Fun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ductivism; Post-productivism; Rurality 

 

 


